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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视野下，华夏化指边疆族

群进入王朝国家政治体，甚至在族群身份上转变为

华夏的演变过程。华夏化是理解“大一统”多民族国

家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视角，但

其多样化的路径值得进一步思考。陈垣等的“华化”

研究侧重揭示内迁群体文化上同于华夏。①有学者

则强调施治上王朝国家权力、意志、利益主导下的边

缘群体郡县化、编户化；②或侧重体察受复杂地理环

境影响的地方政治体及其竞争对华夏边缘群体进入

王朝国家政治体多样化的影响；③或强调族群认同意

义上不同群体对华夏历史资源的利用，其分析重点

包括华夏精英主导的边地华夏史书写，④建立政权的

群体对“中国”地域观念的认同、借用，⑤边缘群体华

夏祖源叙事反映的多源族源记忆建构和族群融合过

程等。⑥这些研究已触及边疆族群在华夏化过程中

的态度和意义问题，但就族群认同华夏化而言，强调

王朝国家权力、意志、利益的主导性影响，视族群认

同华夏化为政治体华夏化的必然或后续结果，某种

意义上弱化了族群认同华夏化的意义。以地理环境

复杂性、华夏网络变化性和地方政治体竞争性来观

察边缘群体华夏化的主动性，也弱化了边缘群体对

华夏文化的体认、使用和创造。强调华夏文化和书

写的影响，特别是所谓华夏祖先的“攀附”，以及对最

终融入华夏的群体的关注，则可能低估了非华夏群

体保持自身认同的信心和能力。

元明时期云南白族⑦族群认同的华夏化特征早

已为学界所熟悉，而且白族在明初就已成为编户，但

过程很复杂，明晚期大理大部分白族脱籍。⑧更重要

的是，当时的白族，特别是白族士人通过“对话华夏”

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将自身华夏身份诉求置于王朝

国家知识体系，其身份追求在为华夏所认可的同时

又维护了传统身份，⑨体现了白族对华夏文化的体

认、使用与再生产。在此背景下，元明时期的白族无

疑可以成为审视族群认同华夏化意义的典型对象。

本文基于元明时期白族的华夏祖先再造、文化重释、

族类重构三个问题的考察，从知识生产视角讨论和

揭示白族，特别是其士人如何以“对话华夏”的方式

主动推动白族的族群认同华夏化，而且进行了颇富

创造性的知识生产，从而在增强白族华夏认同、国家

认同的同时，也维护了为华夏所认同的族群身份。

一、华夏祖先再造及其影响

自战国时期庄蹻入滇，特别是在汉代开益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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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始终有中原人断断续续进入云南，但这些族群演

进主要方向是“夷化”。唐代所谓夜郎、滇池以西“皆

云庄蹻之余种”的说法表明，唐代还有华夏祖先记

忆，但其身份在史籍中被明确为“夷”。⑩汉唐时期云

南的华夏祖先记忆在南诏、大理国的白族整合过程

中被刻意淡忘。清人冯甦说，“南诏僭窃已久，臣下

务为神异之说，美其祖宗”。连瑞枝对南诏、大理对

白族祖先记忆的建构有系统讨论，她认为见于汉文

史籍的庄蹻、沙壹或九隆传说都曾被改造以符合整

合不同人群的目的，而佛教影响的加深则使阿育王

和观音传说成为大理时期白族统摄性的祖先记忆。

在此过程中，尽管部分传说仍有华夏祖先记忆，但汉

唐时期华夏祖先记忆逐步被结构性地淡忘，唐宋时

期大量迁入云南并融入白族的华夏群体也没有留下

多少华夏祖先记忆。在此背景下，元明时期白族华

夏祖先记忆的再现，是通过谱系嫁接、层累造成、合

宗造谱等方式的华夏祖先再造形成的。

“谱系嫁接”主要是将白族姓氏与华夏姓氏建立

渊流关系，使白族某一姓氏群体成为华夏对应姓氏

群体的一部分。此方面的案例甚多，典型者是元明

时期白族将本姓与华夏早已塑造的郡望相对应，形

成弘农杨氏、陇西李氏、天水赵氏、渤海高氏等十余

种郡望化的华夏祖先记忆。但应留意，这些华夏化

的郡望在大理国时期的大理已大量出现，反映了白

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与借用，但郡望指涉的地域不

在中原，相应的祖先也未必是华夏。元明时期白族

的华夏祖先再造在建立白族与中原华夏同源关系的

同时，也使这些郡望地域内涵中原化，成为白族华夏

祖先记忆的重要符号。

“层累造成”是顾颉刚发现的中原地区古史建构

方式，即时代愈后建构的古史越前推，世系越清晰，

传说人物的角色越重要。这一古史建构方式在中

古族谱中也很常见，也是元明时期云南白族华夏祖

先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层累造成”的华夏祖先再

造在元明时期白族中又有特殊意义，它反映了白族

大姓不断将其世系与华夏建立深远关系。如大理、

鹤庆的高氏，其起初的远祖是高智升，后来逐渐演变

为炎帝裔孙伯益。又如大理杨氏，《弘农杨氏统宗世

系族谱》的远祖，嘉靖前有蜀汉杨洪清、唐朝杨行密、

九隆之后等，成化时期出现轩辕黄帝说，此种说法在

嘉靖时期被杨志道纳入祖谱后成为明后期杨氏主要

的祖源记忆，但其他祖源记忆在世系上仍然保留。

“合宗造谱”则将不同群体合为一个支系复杂的

华夏群体。这种华夏祖先再造方式对白族来说某种

意义上是使华夏祖先记忆主流化，其他祖先记忆则

成为保留性的记忆。从《大理古塔桥赵氏族谱》保存

的资料来看，赵氏在元明时期分布广泛，资料中经常

提到的始祖是南诏的赵铎 。景泰五年(1454)首修

族谱，古塔桥赵氏一世祖被明确为明初入滇的南京

应天府人。然而，族谱留下的资料显示，古塔桥赵氏

不同群体的祖先有南京应天府赵飏、明锦衣卫赵旻、

大理国法师赵忠、西天赵某等说法。如前所述杨氏

祖先记忆也存在类似情况。

白族的华夏族源关系有丰富史料支撑，但就祖

先记忆来说谱系嫁接、层累造成、合宗造谱等方式形

成的华夏祖先记忆是“虚构性谱系”(fictive genealo⁃
gy)。一则，汉唐时期的华夏祖先记忆在南诏、大理时

期的族群整合过程中已被刻意淡忘，元明时期的华

夏祖先记忆则是祖先再造的结果。二则，谱系嫁接、

层累造成、合宗造谱所形成的华夏祖先记忆存在谱

系上的矛盾。再则，华夏祖先再造并未使传统祖先

记忆完全消失，有的群体同时存在几种祖先记忆，而

且有族群性的“华夷”之间“流动”或“摇摆”特征。

元明时期白族的华夏祖先再造对白族族群身份

有多重影响。首先，华夏祖先再造使华夏祖先记忆

成为白族祖先记忆不可分割的部分。受华夏祖先再

造影响，明清时期白族主要大姓均有不同程度的华夏

祖先记忆，赵氏、段氏、杨氏等的华夏祖先记忆还逐渐

主流化。清中期师范注意到，“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

江南，我来自南京’”，这里所谓“土著”主要是白族。

其次，华夏祖先记忆的持续增强曾引发部分白

族的身份焦虑。宣德九年(1434)的一通碑刻说：“其

天水赵氏之谓乎？厥□先，乃鄯阐(昆明)南永诏营

人。”正德十五年(1520)段德贤在大理太和段氏家谱

《谱例》中说，旧谱中的段氏来源有福建闽中、南京句

容、大理总管诸说，段德贤认为“凡滇省段姓皆发源

于太和……谅无别省徙来之事”。这两则案例说

明，华夏祖先记忆的持续增强对白族身份产生过强

烈影响，其引发的身份焦虑迫使部分群体努力维护

传统的祖先记忆。

再次，华夏祖先再造对祖先记忆的冲击性影响，

迫使部分白族试图以别样的方式来维护传统祖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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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白族祖先记忆的九隆传说虽出现较早，但未一

直延续，明清时期复又流行。九隆传说在明清时期

的再现和延续，连瑞枝已有系统考论并指出是在华

夏祖先记忆影响日益深刻的情景下，白族刻意加强

传统祖先记忆的产物。元明时期云南还流行着所

谓“诡谲可厌”“荒诞不经”的“白古通”和“南诏野史”

系列作品。此类作品虽不可视为信史，但正如侯冲

所说是白族的“心史”，反映着当时部分白族有意通

过神异化的传说来维护传统的历史记忆，借此消解

日益深入的华夏祖先记忆带来的身份焦虑。

元明时期白族的华夏祖先再造，在塑造“源出华

夏”族群记忆的同时，也引发部分白族的身份焦虑，

并以不同的方式来维护其传统祖先记忆，导致祖先

记忆“华夷”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的祖先记

忆，构成了往后白族族群认同(包括认同自身和华夏)
与国家认同现实体验的历史根基。

二、文化重释与“华夷”分野的淡化

元明时期形成的白族士人既是联系华夏与“蛮

夷”的纽带，也是地方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前文所论

华夏祖先再造，很多材料就出自白族士人之手。而

参与地方知识生产，则使白族华夏身份诉求进入王

朝国家知识系统，从而改变华夏对白族甚至云南族

群的认知，使白族身份得以转换。其中最重要的是

文化重释和族类重构，这两方面都改变了地方层面

华夏士人对何谓“华夏”、何谓“蛮夷”的认知。

元明时期华夏士人对白族文化的看法始终存在

矛盾。一方面，华夏士人对于白族盛行的佛教文化

多持异议。尽管不少华夏士人注意到佛教的“教化”

之功，某些时候还将“蛮夷”是否信佛作为其是否“近

汉”的比对标准，但佛教通常还是被看成异文化，只

是“于异俗自有益”，或在施教上“未得其正”。更有

甚者，认为佛教与“夷狄”有对应关系。为此，元明

王朝为避免佛教使“蛮夷”风俗“永流于夷毳”，倡儒

弱佛，甚至借机在一些地区改佛寺为学宫。另一方

面，华夏士人也留意并承认，甚至刻意建构白族文化

的近汉特征，形成了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的白族近

汉形象塑造路径。

在历史层面，华夏士人提出“俗本于汉”的观

点。元初游宦大理的郭松年认为大理文化“略本于

汉”，原因是大理宫室、楼观、语言等与华夏相似，并

解释说是南诏、大理持续不断与唐、宋王朝遣使往来

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李京游历云南也注意到白族文

化的近汉特征，如纺织技术、语言和书写文化。其

中，李京总结白族“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在

明代成为白族文化近汉特征的主要表征之一。白族

文化近汉特征在明前期被扩充并重新阐释，使得白

族文化具有一定“华夏遗风”色彩。一者，“略本于

汉”被陈文改为“俗本于汉”，虽一字之差，却使白族

文化的近汉特征更具历史感；二者，陈文增加了临

安、大理白族“婚礼近古”“民多士类”等文化近汉特

征，并说临安白族“嫁娶之期，率用暮夜，盖亦有古者

婚礼之遗意”。

在现实层面，华夏士人有意建构白族文化近汉

的族群形象。典型者如陈文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时，以三种不同的文化书写样式突出白族文化近汉

特征。一是留意白族居住府州的文化变化，云南府

“僰俗丕变”，大理府“民多士类”，临安府“俗尚诗

书”，楚雄府“汉僰同风”，澂江府“闾里设学”，蒙化府

“俗变故习”，鹤庆府“习俗少(稍)变”等特征主要与白

族有关；二是强调“汉僰杂处”的汉、僰地理关系，并

说明此种族群地理格局有利于白族接受汉文化，澂

江府、楚雄府的文化变化属于这种情况；三是强调白

族对其他“蛮夷”群体文化变化的影响，如姚安“民乐

善事”的原因是“夷人”与汉、僰杂处，大理邓川

则有“习尚僰俗”特征。陈文建构的白族近汉族群

形象，随后为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天启

《滇志》等云南地方史籍所承袭。

元代和明初期华夏士人对白族文化近汉特征的

刻画，反映了华夏士人对白族文化变化的现实观感

和华夏空间延伸的期望。但这只是拉近了白族文

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并不表明二者之间差异的消

失，以及华夏对白族文化的完全认可。

从明中期开始，白族土人开始思考白族文化与

华夏文化的关系，但不同群体对白族文化的态度差

异极大。以杨南金为代表的白族士人认为白族文化

存在太多“陋习”，主张对其进行全面改化。杨南金

致仕回乡留下的《土著变》一文历数所谓白族“陋习”

20余条，主张用儒学改化之。杨南金还在邓川刻

《洗心泉碑》，主张以儒学“涤去旧污，滋长新善”，其

中的“不可混杂男女”“不可葬用火化”“不可为僧为

道”等训条多涉及所谓白族“陋习”。

同是出身于白族的李元阳，则旨在寻找白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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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华夏文化的共性，并发展出“华夏遗风说”的文

化重释路径。李元阳“华夏遗风说”在嘉靖《大理府

志》中已有完整的体现，该志在前人揭示白族文化近

汉特征基础上试图阐明不少所谓白族“异俗”与古华

夏文化并无二致。一者，白族“戍日祭祖”，李元阳引

《幽冥录》认为与古华夏祭祖习俗一致；二者，白族四

时祭墓，李元阳认为虽与宋礼略有差异，但“至诚恻

怛之心俨然可挹”，与华夏文化形异而实同；三者，所

谓“贸易用贝”，李元阳引《说文解字》等相关记载力

证实际上是上古至汉代的制度，只不过秦汉币制改

革未在云南推行导致这一习俗遗留下来。此外，李

元阳认为大理四州三县白族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一般

的华夏更像华夏，称赞白族“质直好义”“绝不为钩曲

之行”“贵势耻骄”“贫富相资”等。

在万历《云南通志》中，李元阳除抄录其嘉靖《大

理府志》已论证的“华夏遗风”内容，又引《初学记》证

明白族“节日食赤豆羹”也是华夏遗俗；引《通典》证

明白族“葬用火化”不仅与古华夏葬俗相同，而且适

宜于云南山多地少的环境，还可避免富人占田为

坟。此外还说明白族饮食方面“颇存古风”。基于这

类文化重释，李元阳认为“云南节物交际列郡皆同，

与中土亦无以异”，惟货用贝、四时上塚、节日食赤豆

羹、葬用火化虽表面上与中原不同，“然揆之以义，皆

三代之俗”。

李元阳“华夏遗风说”随后为刘文征天启《滇

志》、谢肇淛《滇略》所承袭，并有所发展。两本志书

除大量抄录万历《云南通志》白族“华夏遗风”条目，

还列述、考证了更多白族“华夏遗风”。《滇志》和

《滇略》的修撰者都是华夏士人，这从某种意义上说

明李元阳“华夏遗风说”已为华夏士人所接受。

应当说，李元阳“华夏遗风说”对白族文化的重

释有限，他对华夏士人长期持有异议的佛教文化没

有重新阐释。不过，由晚明的情况来看，李元阳的

“华夏遗风说”确实促进了华夏对白族文化的认可。

《滇志》和《滇略》对白族聚居的云南、大理、临安、永

昌等府已很少有“夷俗”的描绘，这与此前云南方志

注意交代这些府州“夷文化”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滇略》还对云南进行“华夷”文化分区，白族聚居的云

南、大理、临安、鹤庆、永昌等府都是华夏文化区。

三、族类重构与族群身份的转换

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中认为，云南蛮夷“大

概有二种，在黑水之外者曰僰，在黑水之内者曰

爨”。李元阳的“爨僰二蛮说”存在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尽管“僰”在此前或指白人(即白族)，或指百夷，

已有明显的混乱，李元阳只是立足现实的学术传承

和记录，但以“僰”专指百夷后，沿袭李元阳前的民族

分类、族称者有之，采用李元阳民族分类，但仍称白

人为僰者有之，导致云南族称及民族认识上的长期

混乱。二是白人在“爨僰二蛮说”中被剥离出“蛮

夷”体系，代之以“郡民”“郡人”等称谓，偶称“白

人”。方国瑜、尤中认为，李元阳有意将指称白族的

“僰”转接到百夷群体上，目的是在族称上避免白族

受到歧视。贾益也持此观点，并指出李元阳改以

“僰”指称百夷是当时“华夷”边界变化及“汉僰无别”

现实观感的反映。若仅是为了避免族称上的歧视，

李元阳似无必要进行族类重构，因为当时白人、僰人

已有华夏渊流内涵。

“白人”是南诏、大理时期塑造白族共同体过程

中形成的族称，与之相应的还有“白王”“白史”“白

地”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南诏、大理时期没有明确

的华夏内涵，入元后“白人”作为元代白族的主要称

谓逐步华夏化。李京《云南志略》及《元一统志》《大

元混一方舆胜览》涉及白族时，均称之为“白人”，且

李京认为元代的白人是僰人转化而来，但融合了大

量南迁的华夏群体，使得白人语言与汉语略通。元

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大理路兴举学校记》则径直

称白人“本汉之遗裔”。

“僰”在明前期虽有时指称百夷，但更多地指白

人，即白族。传世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

南志》及其引述的洪武《云南图经志书》和《建水州

志》《石屏州志》《阿迷州志》等，以及主要参考景泰

《云南图经志书》编成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云

南部分，涉及白族时一般都称之为“僰”。《土官底薄》

所载白族土官，也多明确标注为“僰人”。不过，迟至

明初“僰”已被解释成与白族有关的华夏群体。“僰”

的华夏内涵可推至汉代，郑玄说“僰之言偪，使之偪

寄于夷戎”。郑玄的说法在明代之前少见，所谓

“僰”可能指战国秦汉时期川西南与滇东北的僰人，

与白族有渊源关系，但不能等同于白族。明初已有

华夏士人借鉴郑玄的说法，明确“僰”即云南的僰

人。程本立认为“僰既有姓氏，则非出于夷而逼于

夷”，陈文称“僰人有姓氏，云南在处有之。初，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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蹻至滇，遂留其地。后与夷人联姻，子姓蕃息，至汉

武时，已侏离嗢咿，尽化为夷矣。迨今渐被华

风”。尽管对“僰”的来源解释不同，但两种观点均

认为“僰”是夷化了的华夏后裔。

除“白”“僰”的华夏渊流内涵外，如前所述元明

时期“白”“僰”在文化上均有“近汉”特征。如此，李

元阳对云南“蛮夷”进行族类重构，而且将白族剥离

出“蛮夷”体系，应当不仅是为了避免白族在族称上

受歧视。在明代“华夷”族类之分深刻影响族群身份

的情景下，具有华夏渊源和文化特征的“白”“僰”仍

然是“夷”。李元阳通过“爨僰二蛮说”将白族剥离出

“蛮夷”体系，无疑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华夏化策略。

李元阳通过族类重构推进白族的华夏化确实具

有创见性，但这只是元明时期云南白族族群认同华

夏化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一方面，晚至元后期白族已在寻找证明其非

“夷”身份的族称，李元阳用以指称白族的“郡民”“郡

人”两个概念早已形成。特别是，“郡人”一词在元明

时期大理地区碑刻中较常见，元至正时期的《弘农氏

故千户护碑》、明永乐时期的《建峰亭记碑》、明宣德

时期的《大理弘圭赵公墓志铭》所谓“郡人”可明确主

要指白族，在当时的族类背景下有族群内涵而不仅

是区域身份。“郡民”一词使用较少，但在嘉靖之前

就存在，且含义明确。正德二年(1507)《鹤庆军民府

创建尊经阁记》有“郡民、夷罗且穷，度材计工，一切

用费，悉捐俸资”等语，其中的“郡民”当指白族，其

与“夷罗”并列，表明“郡民”不属“蛮夷”体系。

另一方面，李元阳之后白族仍在寻找适当的称

谓来证明自己的非“夷”身份，“土人”“民家”即是代

表。“土人”在元明时期云南史籍中多有之，是云南

“蛮夷”的泛称。但在隆武《重修邓川州志》中，“土

人”与“汉人”“客人”“舍人”等并列为邓川群体之一，

指的是“白儿子”。依据对不同群体的解释，《重修

邓川州志》所载的不同群体主要是通过居滇的方式

来划分，“土人”是世居的含义，族类的含义被淡化。

“民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始见于清初《洱海丛谈》，

云洱海地区“多姓李姓杨，谓之民家，流寓者谓之军

家”。《洱海丛谈》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民家”之称

当在明后期已形成，可能是白族在明代云南军、民、

“夷”等群体类籍框架下为避免歧视，同时保持传统

地方性的特殊族群身份自称“民家”，强调的是民籍

身份上的“民”“军”之分。

从以上情况来看，白族在族称、族类上的华夏化

努力在李元阳前后都在进行。这些努力，特别是李

元阳的族类重构，有效促进了白族族群认同华夏

化。首先，郡民、郡人、民家等称谓都只是一种民籍

身份，代表着白族的族群认同由族类转为民籍。其

次，李元阳作为一位能够参与地方知识生产的精英

分子，其“爨僰二蛮说”明显影响了华夏士人对白族

的看法。清初《春明梦余录》采用云南“蛮夷”“爨僰

二蛮说”，表明此说已超越地方而具有全国性影

响。最后，明晚期白族可能已被定位为“非华非夷”

群体，清康熙《鹤庆府志》虽称白族为“僰人”，但解释

说：“僰人，其初亦中土人，但世远俗移，非华非夷，自

成一类。迄今丕变文物，与中州等。”这一说法耐人

寻味，表明在华夏士人看来白族本即非“夷”，尽管有

“夷化”的历史，但元明时期文化上的华夏化又使之

与华夏无别。

结合前文的讨论，元明时期白族族群认同华夏

化确实推动了族群身份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并

不以融入华夏为旨归，而是在增强华夏认同、国家认

同的同时维护传统身份。事实上，元明时期的白族

从未完全华夏化，这既体现在“华夷”之间“流动”的

祖先记忆上，又体现在文化重释后既为华夏认同，但

又得到保留的白族文化上，更体现在直接表征族群

身份的族称上。特别是，即使是李元阳的族类重构，

在将白族剥离出“蛮夷”体系的同时，也给予了其不

能与华夏完全等同的称谓。清初所谓“非华非夷，自

成一类”，是华夏士人在族类框架下观察白族的现实

观感。但正是在这种族类框架中，白族即使再度被

称为“僰人”，也避免不了“非华非夷”的族类定位。

这种看似矛盾的族群定位，是元明时期白族追求华

夏身份的同时又巧妙维护自身认同的结果及其在华

夏士人现实观感中的反映。

四、结语

元明时期云南的白族为揭示族群认同华夏化的

意义提供了一个典例。对于元明时期的白族华夏化

而言，政治体和施治意义上的华夏化与族群认同意

义上的华夏化无法脱钩，但族群认同意义上的华夏

化也不能被视为政治体和施治意义上华夏化的必然

或后续结果；同时，政治体和施治意义上的华夏化可

能随着历史情景特别是华夏网络的变化而反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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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认同华夏化却可能持续强化。因此，族群认同华

夏化不仅可以把握，而且可以是观察中国古代族群

认同一致性持续增强的重要视角。

元明时期白族族群认同华夏化更重要的启示在

于，白族用以实现身份转换的“对话华夏”知识生产

方式，虽避免不了王朝国家力量、华夏文化，以及华

夏士人对云南族群观察的影响，但也彰显了边缘群

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在增强华夏认

同、国家认同的同时维护自身身份的信心和能力。

首先，白族对华夏身份的诉求是以一种积极的

心态主动应对。华夏士人观察白族的矛盾性，以及

对延伸华夏空间的期望，不仅为白族士人敏锐地把

握到，而且被进一步发挥和阐释，从而使白族的华夏

特征体现得更为全面。杨南金对白族文化的极端态

度，只是当时部分白族士人极力推动白族华夏化的

反映。而以李元阳为代表的白族士人则是基于华夏

文化特别是“华夷”观念的体认，积极使用华夏历史

资源和知识生产系统与华夏进行对话，在参与地方

知识生产过程中最大范围地展现白族的华夏特征，

并为华夏士人所接受。

其次，白族士人在族群认同华夏化知识生产上

具有创造性，他们对华夏历史资源和知识生产系统

的体认，不是被动地接受和简单地借用，而是以之进

行理论性探讨。特别是文化重释和族类重构，超越

了以事实罗列来表达白族近汉或源于华夏，但又“夷

化”的现实表现，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建构了白族本即

华夏的“本质”。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文化书写

体例上巧妙的安排，同样将白族文化置于华夏而不

是“华夷”分野视野下来观察。在这些情景下，理论

性的文化重释和族类重构，华夏历史资源和知识生

产系统的使用，与其说是一种华夏化策略，不如说是

一种创造。正因如此，华夏士人在认同白族华夏身

份诉求的同时，也认同了部分白族文化。

最后，白族塑造的并不是完全华夏化的身份，而

是脱离“蛮夷”族类，但又不等同于华夏的身份。这

种身份体现在“华夷”之间“流动”的祖先记忆，为华

夏所认可但又有地方性的民族文化，以及脱离“蛮

夷”族类的郡民、郡人、民家、土人等族称上。由此，

白族祖先记忆、族群文化、族群身份都有明显的复合

性特征。这一华夏化态势的结果是，在白族华夏身

份诉求获得华夏认可并维护了自身身份的同时，白

族的华夏认同、国家认同也日趋强烈，增强了多民族

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

总之，对于理解建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族群认同华夏化不仅

是可以把握的，而且有助于揭示华夏化过程中边缘

群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在增强华夏认同、国家

认同的同时维护自身身份的信心和能力。在注重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向历史研究的当下，族群

认同华夏化应当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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